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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 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，创新引领是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功能。基

于 2007～2017 年专利申请数据对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城市创新能力的空间特征进行分析，并建立空间

计量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，研究结果显示: 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在空间上呈现出向内陆扩散的趋

势，空间分布更加均衡; 城市创新能力的空间相关性和集聚特征显著; 上海、苏州、无锡和南通等城市

处于高高集聚区，而杭州、南京和合肥等城市存在虹吸效应; 影响因素中，Ｒ＆D 人员对长三角城市创

新能力的影响程度最高。最后，提出了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的对策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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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引 言

2018 年 11 月 5 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宣布支持长

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。长三角

城市群是“一带一路”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

带，在国家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。引领

和支撑国家创新发展是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功

能，促进区域内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，完

善区域协同创新体系，构建协同创新共同体，对长

三角城市群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

具有重要意义。随着交通、通讯等基础设施的高

速发展，创新要素流动日益频繁，城市之间的竞争

不再仅仅是单个城市的单打独斗，而逐渐表现为

城市群之间的竞争，只有拥有产业集群和经济规

模优势的城市群才能应对城市竞争与合作的挑

战①。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，我国经济已经

由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，创新驱动

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提升，但创新的发展具有明显

的空间集聚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，长三角城市群

推进创新一体化发展，需要进一步分析创新的空

间特征并探究城市创新差距的影响因素。
对创新能力空间特征的研究目前主要使用省

域层面专利统计数据，分析空间集中特征和空间

相关性②③④，但创新溢出在较小的空间尺度上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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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显著性①，有学者开始从地级市尺度对创新的

空间分布进行研究②③④⑤。基于城市群创新集聚

与协作的特点，将创新与城市群两个角度结合起

来的研究开始出现，这些研究从城市群内各城市

创新能力的测度与评价、空间特征、影响因素等方

面进行。国内对城市群创新能力的研究还较少，

所选取的研究对象以长三角城市群、京津冀城市

群、珠三角城市群、成渝城市群为主。长三角城市

群创新活动活跃，创新要素集聚，逐渐成为研究热

点，陈瑜等( 2017) 以江浙沪 25 个城市为研究对

象，发现长三角地区创新呈现空间锁定和分布不

均衡现象，城市群创新能力强弱分化明显⑥; 谢守

红等( 2017) 构建了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，对长

三角城市群 26 个城市的创新能力进行评价，发现

城市群创新能力差异显著，且存在正的空间相关

性⑦; 王振等( 2018) 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的科

技创新驱动力呈现出首位城市层、核心城市层、节
点城市层和一般城市层四个层次的空间分布，层

级之间存在梯度扩散效应⑧; 滕堂伟等( 2018) 的

分析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的差异缩小，空间格

局呈现出原有的“Z”字形，政府支持和产业集群环

境是 影 响 创 新 水 平 最 主 要 的 因 素⑨; 黄 丽 等
( 2018) 则认为信息化水平是影响长三角创新产出

的主导因素瑏瑠; 刘鉴等( 2018) 的研究表明长三角

城市群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，人力资本、
资金投入及创新平台对本城市和周边城市皆有正

向作用，而经济发展水平、政府支持、对外交流对

本城市有正向作用，对周边城市具有负向溢出效

应瑏瑡。其他城市群的研究中，张贵等( 2018) 以京

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认为京津存在虹吸效应，

城市群不存在收敛特征瑏瑢; 张鸿武等( 2018) 则选

择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城市群进行对比，结果显

示长三角创新集聚特征明显，珠三角创新空间相

关性较弱、极化特征明显，高科技企业是影响城市

群创新最重要的因素瑏瑣。城市群内创新能力的空

间格局体现的是城市群各级城市的地域劳动分工

和经济社会联系，城市的创新功能不断凸显，已有

研究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的时空格局和影响

因素，本文从新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城市创新能力

的分布差异、空间格局和集聚特征多个角度、多种

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的空间特征进行综

合分析，并考虑到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，建立了空

间计量模型分析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的因素，以期

为长三角城市群以及全国其他城市群更好地实施

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制定创新发展政策提供理论

依据。

二、研究数据与方法

( 一) 研究数据

创新能力是衡量区域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重

要指标。对城市创新能力的评价学术界尚未形成

统一标准，有些学者选择从创新基础、创新投入、
创新产出等多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，

有些学者直接考察创新的成果。各个方法都有其

优缺点，构建综合指标体系涉及创新的各个方面，

但存在重复计算和数据缺失的问题，且学者对创

新投入能否反映实际创新能力也存在质疑。创新

的主体是企业，专利数据较接近创新的商业应用，

能较好的衡量企业的创新能力。本文借鉴已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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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，认为专利申请量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小，且更

具时效性，比专利授权量更能反映一个地区的创

新能力，因此本文选用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城市

创新能力的指标①。研究区域为 2016 年国务院常

务会议通过的《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》中确

定的 26 个城市，包括上海，江苏 9 市( 南京、镇江、
扬州、常州、苏州、无锡、南通、泰州、盐城) ，浙江 8
市( 杭州、嘉兴、湖州、绍兴、宁波、舟山、金华、台

州) 和安徽 8 市( 合肥、芜湖、滁州、马鞍山、铜陵、
池州、安庆、宣城) ，研究时间跨度为 2007 ～ 2017
年。本文数据来源于各市统计年鉴和《中国城市

统计年鉴》。
( 二) 研究方法

1．区位基尼系数与集中度指数。
本文采用区位基尼系数和集中度指数分析创

新能力在空间上的地理集中程度。区位基尼系数

计算公式为:

( 1)

其中，xi 或 xj 为城市 i 或 j 的专利申请数，珋x
为变量 xi 的均值，n 为城市数量，G 为区位基尼系

数，G 值在 0－1 之间，G 值越大表示地理集中程度

越高。集中度指数计算方法:

( 2)

其中 Si 是第 i 名城市专利申请量占全部城市

专利申请量的份额，本文采用前 6 位。
2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( ESDA)

采用全域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系数

分析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的空间关联特征。基

于阈值相邻规则设定空间权重，采用全局 Moran’s
I 指数描述所有城市之间的整体空间关联程度，其

计算公式为:

( 3)

其中， ， ， ，n
为城市数量，Xi 是城市 i 专利申请量，Wij为空间权

重矩 阵，Moran’s I 取 值 范 围 在［－ 1，1］之 间，

Moran’s I＞0 表示空间正相关，即创新能力强的城

市相互集聚; Moran’s I ＜0 表示空间负相关，即创

新能 力 强 的 城 市 周 围 是 创 新 能 力 弱 的 城 市;

Moran’s I=0 表示空间不相关，随机分布。Moran’s I
绝对值越趋近于 1，表明空间关联程度越强。使用

局部空间自相关系数进一步衡量区域内部各城市

创新能力的空间关联性，计算公式为:

( 4)

LISAi 为正值表示同类型属性值的城市相邻

近，负值表示不同类型属性值的城市相邻近，常用

Moran 散点图和 Lisa 集聚图表示这种城市与邻近

城市之间的关系。

三、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分布的空间特征

( 一) 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布差异

为分析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的空间差异，

本文计算了长三角各地级市 2007～2017 年专利申

请量的区位基尼系数( Gini) 和集中度指数( CＲ6 )

( 图 1) ，结果表明: 26 个城市的创新能力显示出高

水平的空间集中。2007 年区位基尼系数和集中度

指数分别为 0．6199 和 0．6082，说明专利产出还集

聚在少数城市，2007 ～ 2017 年区位基尼系数和集

中度指数呈不断下降的趋势，地理集中程度随着

时间缓慢下降，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的创新能力在

空间上呈不断扩散的趋势，但 2017 年区域基尼系

数和集中度指数开始提升，专利产出在空间上可

能已经开始出现极化效应。

图 1 2007～2017 年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的区位

基尼系数( Gini) 和集中度指数( CＲ6)

( 二) 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的总体空间格局

区位基尼系数和集中度指数仅仅能反映空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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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中程度，并不能清晰地描述创新能力相似的城

市在空间上位置关系和分布情况，本文采用专利

申请量的空间分布图分析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

的总体分布特征，图 2 为 2007 年和 2017 年长三角

城市创新能力的空间四分位图。2007 年长三角城

市的创新能力整体上由沿海向内陆递减，呈片状

分布，表现出集聚特征，高水平创新能力的城市主

要集中在沿海地区，分布为上海、苏州、南通和杭

州、绍兴、宁波两个片区，高水平城市周边成片分

布着中高水平城市，主要集中在苏南地区和浙江

中部，中高水平城市周边散落分布中低水平和低

水平城市。2007～2017 年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

逐渐向内陆扩展，空间分布更为分散，省会城市表

现突出。2013 年南京由中高水平城市变为高水平

城市，2014 年合肥从中低水平城市发展为中高水

平城市，在 2017 年又成为高水平城市。从 2007 ～
2017 年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的空间格局比较

稳定，上海、苏州、杭州、宁波创新能力一直处于高

水平，苏南地区城市的创新能力一直稳定在中高

水平，安徽非省会城市的创新水平则一直处于中

低水平和低水平，与李国平提及的创新空间格局

具有锁定特征和路径依赖的观点相一致。

图 2 2007 年和 2017 年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布图

( 三) 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的空间集聚特征

区位基尼系数和集中度指数不能反映创新能

力相似的区位在空间上的分布情况，为分析长三

角城市群创新能力的空间关联特征，本文计算了

2007～ 2017 年专利申请量的全局空间自相关系数

( 表 1 ) ，结 果 如 下: 长 三 角 城 市 群 创 新 能 力 的

Moran’s I 指数在 10%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正值，

说明创新能力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集聚特征，

相邻城市的创新能力水平具有一致性。2007 ～
2010 年 Moran’s I 指数不断上升，2010～2016 年呈

不断下降趋势，说明城市之间的联系程度并不是

一成不变的，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，空间自相关和

集聚特征有所弱化，但总体而言，还是处于较高

水平。
表 1 2007～2017 年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的 Moran＇s I 指数

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

Moran＇s I 0．370 0．409 0．474 0．573 0．513 0．316 0．236 0．239 0．232 0．213 0．294

P 值 0．022 0．018 0．013 0．004 0．005 0．029 0．061 0．055 0．068 0．085 0．035

为具体探究每个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关联特

征，本文进一步计算了局部空间自相关系数，用

Moran 散点图和 Lisa 集聚图来反映长三角城市群

的局部关联模式( 图 3) ，结果如下: 从 Moran 散点

图看出，2007 年代表各城市的点集聚在中心点处，

2017 年各点向四个象限分散，说明长三角城市群

创新能力强的城市和创新能力弱的城市分化越来

越明显，与陈瑜的研究结论类似。杭州、南京和合

肥的点向外扩散明显，说明随着这些城市创新能

力的不断提高，周边城市创新能力并没有随之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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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，存在竞争现象和极化效应。创新能力弱的铜

陵、安庆和池州与其他城市的分化也在扩大。从

各个象限来看，除了无锡实现了从 L－H 象限到 H

－H 象限、合肥从 L－L 象限到 H－L 象限的变化，大

部分的城市一直处于同一象限没有变化，说明长

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的空间锁定特征比较明显。

图 3 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的 Moran’s I 散点图和 Lisa 集聚图

H－H 象限: 从 Lisa 集聚图可以看出，具有高

显著性 高 集 聚 的 城 市 有 上 海、苏 州 和 南 通，在

Moran 散点图第一象限最右侧的两点即是上海和

苏州，上海和苏州本身创新能力强，周边地区的南

通和无锡创新能力也比较强，形成了高水平创新

能力相互集聚的创新区域，说明区域创新溢出效

应明显，空间联系紧密。
H－L 象限: 杭州、南京和宁波稳定处于 Mora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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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点图第二象限，说明这类城市自身创新水平较

高，但周边城市相对较低，空间分布呈核心－边缘

结构，即中间高、周边低的分化格局，但从 Lisa 集

聚图看出并不具有显著性。杭州、南京和合肥自

身创新能力不断增强，但并没有带动周边城市创

新能力水平的提高，城市创新能力的区域极化效

应不断增强。
L－H 象限: 主要分布在创新能力强的上海、苏

州、杭州和宁波等城市周边，形成中间低、周边高

的分化格局，但除了 2007 年的湖州，其他城市都

不具有显著性。湖州、嘉兴、舟山、台州和金华一

直稳定在这一象限，说明受周边城市影响有限，创

新能力与周边城市的差距一直较大。随着无锡和

合肥创新能力的提升，周边的镇江、常州和滁州便

形成了该类型的空间格局。
L－L 象限: 该城市类型在安徽和苏中地区成

片分布，创新能力水平较低且周边城市的创新能

力水平也低，差距较小。从 Lisa 集聚图看出，2012
年芜湖、安庆、铜陵和池州的 L－L 集聚皆具有显著

性，2017 年减少为铜陵和池州，说明周边城市创新

能力有所提升。

四、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影响
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

上文研究结果已显示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能

力具有高度的集聚性和空间关联性，专利申请量

的 Moran’s I 指数为正，且都具有显著性，说明城

市创新能力不仅受自身条件影响，还受周边城市

的影响。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的因素很多，综合已

有研究①②，本文认为主要因素包括研发投入、创

新环境、创新政策和创新基础。选用 Ｒ＆D 人员反

映创新的研发投入; 高校数量和研究机构数量衡

量创新环境; 科学技术的财政支出反映创新政策;

人均 GDP 表征创新基础。考虑到实际情况下的

创新投入产出之间存在时滞，滞后期一般为 2 年，

本文采用截面数据，以 2017 年的专利申请量作为

被解释变量，对应 2015 年影响因素的指标数据作

为解释变量。

由于普通计量模型没有考虑到空间相关性，

可能会造成偏误，本文首先构建不考虑空间影响

的 OLS 模型，然后设定空间权重 W，构建空间滞后

模型( SLM) 和空间误差模型( SEM) ，并通过空间

相关性诊断结果对模型进行检验和选择。各模型

表达式为:

OLS 模型:

空间滞后模型( SLM) :

空间误差模型( SEM) :

上式中: W 为 n×n 阶空间权重矩阵，ε 和 μ
为随机误差项，ρ反映了相邻区域观察值对本区域

观察值的影响，λ反映了相邻区域观察值的误差对

本区域观察值的影响。
OLS 模型回归结果分析如下( 表 2) : 模型拟

和优度 Ｒ2 为 0．9432，Ｒ＆D 人员、高校数量和研究

机构数量的回归系数为正，且具有显著性，说明对

创新能力的影响具有正向作用; 人均 GDP 结果为

负显著; 财政科技支出未表现出显著性结果。空

间相关性检验结果中 OLS 回归残差 P 值为 0．08，

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

相关关系，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用空间计量模型进

行研究。
关于空间计量模型选择问题，本文依据 Anselin

和 Florax 提出的标准进行判断: 从表 3 中看出，

LMlag 不显著而 LMerr 显著，Ｒ－LMlag 不显著而 Ｒ－
LMerr 显著，因此，空间误差模型比空间滞后模型更

优③。对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进行拟合分

析，进一步判断模型拟合的优劣，结果见表 2，比较

OLS 模型、SLM、SEM 的拟和优度 Ｒ^2 可以看出，

SEM＞SLM＞OLS 模型，且 SEM 的对数似然值 LogL
最大，AIC 值和 SC 值最小，与前文 SEM 最优的诊断

结果相一致，因此，下文根据 SEM 对影响长三角城

市群创新能力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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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

计量模型分析结果

变量 OLS 模型 SLM SEM

常数
6．245 2＊＊

( 1．87)

6．360 3＊＊＊
( 3．90)

7．576 2＊＊＊
( 6．08)

Ｒ＆D 人员
0．673 6*

( 0．25)

0．705 8＊＊
( 3．15)

0．786 2＊＊＊
( 4．38)

高校数量
0．449 9＊＊＊

( 0．11)

0．445 7＊＊＊
( 4．68)

0．483 2＊＊＊
( 6．37)

研究机构

数量

0．337 0

( 0．16)

0．343 0*

( 2．38)

0．308 0＊＊
( 3．08)

财政科技

支出

－0．233 7

( 0．15)

－0．253 5

( －1．93)

－0．277 3＊＊＊
( －2．58)

人均

GDP

－0．481 5*

( 0．23)

－0．481 6*

( －2．38)

－0．678 8＊＊＊
( －3．88)

ρ /λ \
－0．040 8

( －0．57)

－0．529 3＊＊
( －3．05)

Ｒ2 0．943 2 0．943 9 0．960 5

Log likelihood －0．728 2 －0．687 7 2．371 0

AIC 15．456 3 15．375 4 7．258 1

SC 24．263 0 24．182 0 14．806 7

注: * 表示 P＜0．05;＊＊表示 P＜0．01; ＊＊＊表示 P＜0．001;

OLS 模型括号内为 t 统计值，SLM、SEM 括号内为 z 统计值。

表 3 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空间相关性诊断结果

空间自相关检验 VALUE PＲOB

Moran＇s I ( error) －1．750 3 0．080 1

Lagrange Multiplier ( lag) 0．258 1 0．611 5

Ｒobust LM ( lag) 0．064 8 0．799 1

Lagrange Multiplier ( error) 4．648 0 0．031 1

Ｒobust LM ( error) 4．454 7 0．034 8

Lagrange Multiplier ( SAＲMA) 4．712 7 0．094 8

在 SEM 中，Ｒ＆D 人员、高校数量和研发机构

数量对长三角城市创新能力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

响。Ｒ＆D 人员的投入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系数

为 0．7862，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，Ｒ＆D 人

员每增加 1%，城市的专利产出上升 0．79%，研发

人员投入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最大，企业

作为创新的主体，是专利产出的主要平台，企业

Ｒ＆D 人员作为高端的人力资本，创新的主要推动

力量，对城市创新的发展最为重要，与吴玉鸣的研

究认为的区域创新与人力资本关联密切的结论一

致①。其次，高校和研究机构也是影响城市创新能

力的重要因素，影响系数分别为 0．4832 和 0．3080。
创新能力包括技术创新和知识创新，高校和研究

机构作为知识创新的来源，不仅可以创造出前沿

的创新成果，还可以与企业通过产学研合作创新

获得专利产出。
与已有的研究结论不同，财政科技支出和人

均 GDP 并没有对城市创新能力产生正向作用，回

归系数为负且通过 1%的显著性检验。发达国家

财政科技支出占 GDP 的比重在 2．13% ～ 3．1%之

间，而我国只有 1%左右②，财政科技支出对创新

能力的作用毋庸置疑，其设定在本模型中没有表

现出正向作用并不代表应减少财政科技支出。可

能由于本文以专利申请量衡量创新能力，财政科

技支出的部分投向为基础研究，创新成果没有表

现为专利产出，没有体现出财政科技支出的作用。
一般认为经济发展会增加科技投入，从而促进创

新发展。长三角部分城市依靠劳动密集型加工制

造业形成技术含量低的产业集聚，实现经济快速

发展，企业并没有将资金投入研发的动力。随着

经济的增长，此类城市面临的资源约束越来越严

峻，需重视科技创新的作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。
方成也认为低层次的产业结构锁定使得经济发展

与创新水平形成负循环效应，但随着产业结构调

整与高级化，经济发展对创新能力的作用会逐渐

显现③。
另外，由于选择了拟合程度最优的空间误差

模型，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相关性可能是由人文

地理、产业结构或对外开放等未考虑到的因素引

起的。与现有研究认为的创新能力存在正向溢出

效应不同，模型结果显示空间溢出效应为负，城市

创新能力的提升并没有向周边溢出，与前文所述

一致，强创新能力的城市不再高度集聚于沿海地

带，开始向内陆扩散。城市之间对人才、资金等创

新要素的竞争，特别是高铁开通后的“虹吸效应”
使得要素不断由沿途地级市向中心城市转移④，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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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、南京、合肥和宁波等城市创新能力不断提高，

但周边城市并没有随之提高，存在极化效应，空间

特征呈不断分化的趋势。

五、结论与启示

本文基于 2007～2017 年专利申请数据对长三

角城市群 26 个城市创新能力的空间特征进行分

析，并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。结论

如下:

长三角城市的创新能力整体上由沿海向内陆

递减，但随着南京、合肥创新能力的提高，空间能

力呈现出向内陆扩散趋势。区位基尼系数和集中

度指数也表明，地理集中程度不断下降，专利产出

在 空 间 上 的 分 布 更 加 均 衡，有 趋 同 的 迹 象。
Moran’s I 指数表明创新能力在空间上呈现出显

著的空间相关性和集聚特征，但随时间推移有所

弱化; Moran 散点图和 Lisa 集聚图表明，大部分城

市空间格局稳定，具有锁定特征，仅少部分城市

( 无锡、合肥) 实现从低水平创新区到高水平创新

区的跨越，多数城市稳定在同一象限。上海、苏

州、无锡和南通等城市处于高高集聚区; 杭州、南

京和合肥作为区域创新极，对周边城市带动效应

并不明显，存在极化效应。空间计量结果表明，

Ｒ＆D 人员、高校数量和研发机构数量对长三角城

市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，其中 Ｒ＆D 人员

影响程度最高，而财政科技支出和人均 GDP 对城

市专利产出影响为负向。
根据研究结论，本文政策启示如下:

第一，健全协同创新发展机制。首先，邻近创

新能力强的城市，得益于经济与创新活动的交流

合作，人才、技术、创新思想等要素的流动，受到的

溢出和带动作用较强，城市创新能力不断提高，从

而形成高水平创新能力集聚的空间格局，如无锡

创新能力不断提高，与上海、苏州和南通形成高水

平集聚区。其次，创新能力弱的区域通常与创新

能力强的区域地理距离较远，区域之间联系较少，

低水平创新能力集聚锁定特征明显，如安徽大部

分地区长期处于低水平集聚状态。同时，杭州、南
京和合肥等城市存在明显的虹吸效应，城市间对

创新要素的竞争，使得吸引力较弱的周边地区创

新要素不断流向中心城市，中心城市创新能力不

断提高，周边地区反而降低。因此，对整个长三角

城市群而言，应健全协同创新机制，发挥增长极带

动作用，共建开放型的创新网络，创新技术合作模

式，深化科技资源共享，促进区域创新要素自由流

动与高效配置。
第二，提升城市自身创新能力。空间溢出效

应虽然存在，但决定城市创新能力更重要的是城

市自身综合条件，各城市人力资本、创新环境的不

同是导致创新能力差距的主要原因。南京、合肥

并没有受益于创新空间溢出，但创新能力不断提

高，进入高水平城市梯队，取决于这两个城市不断

发挥自身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资源优势，改善创新

环境，吸引人才流入，提高人力资本在区域创新中

的作用。因此，创新水平较低的城市应加大科技

投入，构造政策比较优势，吸引人才、资金等要素

流入; 同时，加强与创新能力强的城市交流合作，

提高自身知识吸收能力，促进知识溢出、转移和扩

散，从而不断提高城市自身创新能力，缩小与高水

平创新区之间的差距，实现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

新协同发展。
第三，引进和培养创新人才。高端的创新研

发人才作为重要的创新投入要素，对城市创新能

力的影响程度最高。长三角城市群应立足自身产

业基础，根据产业发展导向做好人才精准引进，优

化政府人才资金的配置，创新人才引进政策，放宽

人才落户条件，满足产业转型升级、新兴产业培育

的人才需求。此外，长三角城市群高等院校资源

丰富，南京、合肥等集聚大量高校师生及专业技术

人才的城市已经开始不断发挥其人力资本优势，

城市创新能力不断提升，其他城市也应注重对人

才的培养，创造更优的创新环境，提高创新人才的

积极性，促进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。□
( 责任编辑: 石洪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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